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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门”如何出贵子：高职院校中的
“文化流动”与“文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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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来自重点本科院校贫寒学子的成长经历一直备受关注，而职业院校中的“寒门”子弟却无人问津。依

托文化资本理论，通过对11位取得较高社会地位的高职院校毕业生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探究高职院校中正式

教育（课程）与非正式教育经历（校企联合实习、社团活动、学生干部经历、竞赛）促成寒门学子发生代际流动

的可行性所在。研究发现：其一，高职院校为寒门学子文化资本的积累与生成提供了空间与资源；其二，苦行品

质作为独特的底层文化资本，在高职院校中依然适用，成为寒门学子逆境突围的希望；其三，在高职院校中，寒

门学子主要通过“文化流动”与“文化生产”双重路径实现阶层跃迁，具体是通过“文化流动”学习技能，获得

人力资本；在后知后觉中渐入佳境，习得社交惯习；通过“文化生产”探索并“重估”自我价值，生成自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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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儒学影响下的中国社会已经延伸出独特的

文化心理与价值范式，赋予教育以实用性的功能

取向。教育已在无形中承担着促进阶层流动、维

护社会公平的特殊使命。近年来，日益固化的阶

层状况引发了民众的教育焦虑，“学二代”“官二

代”等语汇频频冲击着脆弱的社会公平生态。虽

然学校教育被认为承担着促进社会流动的重要职

能，但“寒门再难出贵子”等社会话题也在质疑学

校促进代际流动的实然作用。

2021年底，英国财政研究所联合英国教育部

发布的《英国高校社会流动指数报告》按照“社

会流动指数（Social Mobility Index）”对英国各高

校影响学生社会流动的表现进行排序。在“流动

指数”报告中，位于QS榜单①前列的精英院校不

见踪影，承担促进社会流动职能的实为排名位列

500名开外的“非精英”院校。同时，亦有研究发

现高等教育的逆袭指数明显低于继承指数[1]。聚

集了优质教育资源的精英院校在影响社会流动中

的功能反差，揭露出学校教育影响社会流动的二

重性矛盾，也表明笼统的教育叙事并不能揭开教

育影响社会流动的黑箱。

1999年我国高校扩招伊始，高职高专院校承

担着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主要任务。随后，各项

综合改革纷至沓来。2006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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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要为高

职院校教育教学质量建设保驾护航。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

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与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的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标志着我

国高职教育发展迈入大发展机遇期[2]。2019年，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将改革落脚点聚焦在职

业教育领域，提出“推动现代职业教育发展，优化职业教育

结构与布局”。在政策改革和时代驱动等各方合力的作用下，

职业教育得以实现快速发展。职业教育学校数量、办学规

模和毕业生人数自2012年以来已实现历史性突破，现已建成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3]。截至2020年，全国共有

中等职业学校9896所，招生644.66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招

生总数的42.38%，毕业生数达484.87万人。高职院校发展到

1468所，招生数达427.2万人，毕业生数达286.06万人[4][5]。

当前，我国职业院校约有7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6]，是

家庭中的第一代大学生[7]，亟需通过教育改变命运。资源替代

理论认为，家庭资本匮乏的学生会对稀缺的、有限的学校教育

资源形成依赖[8]，间接反映出学校教育在影响弱势学生地位获

得过程中发挥的补偿功能。因此，探究高职院校能够为寒门学

子提供哪些帮助以促成其代际流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

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

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途径。虽

然从职业院校中涌现出大批技能型人才与社会骨干，然而，

既有研究普遍关注重点本科院校中贫寒家庭学生的成长经

历，职教出身的“寒门贵子”却无人问津。区别于精英本科

院校中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寒门子弟，职业教育逆袭者并非

是取得高学业成就的优胜者，已有的底层文化资本理论[9]

（如道德化思维、学校化心性品质）难以诠释高职生阶层跃

迁的发生过程，其行动逻辑与关系互动需要在情景中重新

界定。在社会流动性逐渐减弱的当下，职业教育能否成为助

推社会流动的有效手段，是广大学者热切关心的问题。在普

职分流极具争议化的时代，能否通过职业教育跳出“农门”

并实现阶层跃迁，也是广大农民子弟和城市底层百姓亟待了

解的话题。

鉴于此，本研究聚焦高职院校二元教育场域（正式教育

与非正式教育），试图探究高职院校中正式教育（课程）与

非正式教育经历（社团活动、学生干部经历、竞赛）促成寒

门学子代际流动的可行性，主要依托文化资本理论细致刻

画高职教育寒门学子实现代际跃迁的流动历程。

二、理论回顾

进入工业化社会后，学校承担着重要的教育使命与育人

职责。围绕学校在阶层流动中发挥的作用，学界进行了广泛

而深入的探讨。科尔曼报告首次系统评估了学校教育对学生

学业成就的影响，发现学生的家庭背景相比于学校教育质

量更能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后续研究则侧重于考察学校

质量与学生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10]，但学校教育在影响个体

学业成就中的功能发挥并不一致[11][12][13]，出现了“学校有用

论”[14]与“学校无用论”[15]两类分野。可见，教育在决定个体

地位时存在着多种可能，但无疑是影响个体地位获得的关键

要素，既能成为维持特权阶级优势的合法性工具[16][17][18]，又

是弱势阶层实现代际向上流动的阶梯[19][20][21][22]。

（一）高职院校作为阶层流动的场域

目前，通过职业教育提高个体知识、技能、健康进而

摆脱物质与能力贫困已获得学界共识。人力资本理论揭示

出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与人口素质和经济生产间的重要关

联，指出教育能够通过补足弱势阶层普遍缺乏的人力资本

帮助个体摆脱贫困状态[23][24]。作为面向“职业”的技能教

育[25]，职业教育在技能传输与转化效率等生产面向中存在

的特殊性使得其能够精准且高效地提升劳动者的生存技能

与竞争优势，继而促进代际向上流动的发生[26][27]。因此，基

于人力资本理论既有研究发现，相比于普通高校毕业生，高

职毕业生具有较高的社会职业声望[28]。此外，高职毕业生职

业代际向上流动的趋势要强于本科毕业生[29]。区别于人力资

本理论的经济学解释，文化资本理论则关注职教生在学校

场域的具身性学习与成长经历，为解构高职教育促进代际

流动的机理提供了有效的微观视角，对于诠释寒门子弟阶

层跃迁的内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化资本是高职学生阶层再生产与阶层流动的符码

当前，文化资本理论已形成一套用于解释阶层间教育

机会获得差异与学业表现差异的理论体系。若以文化资本

理论为框架，对于解构高职院校影响弱势群体社会流动的

细致过程具有重要价值。文化资本理论可以分为三类，分别

是文化再生产理论、文化流动理论与底层文化资本理论。

第一，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认为文化资本的存在隐

匿了阶层间不平等的文化筛选模式。藉由阶层间文化资本

差异营造的符号暴力，由家庭背景差异导致的教育成就不

平等逐渐合理化并间接有利于特权阶层优势的代际隐蔽传

递。但文化再生产理论无法解释文化资本匮乏的寒门学子

为何能突破“阶层诅咒”的结构性障碍并取得高学业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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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象。第二，迪马乔的文化流动理论淡化了文化资本的阶

级属性，强调文化资本的通货性质，认为学业或地位成就的

获得依赖于对“阶级无差”的文化资本的获取与习得。处境

不利的子代可以通过学校教育弥补自身匮乏的文化资本以实

现地位流动。虽然文化流动理论在分析“寒门贵子”现象时

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度，但其秉持的仍是“文化缺陷论”[30][31]，

认为底层缺乏或不具有优势文化，文化资本是外在于寒门

学子的“流动密码”。第三，因不满于高雅文化资本的符号

暴力，及其对微观个体进行文化实践能动性的否定，适于解

释中国化经验的本土概念“底层文化资本”应运而生，为再

认识文化资本提供了新的思路。

文化是人类主动编织的意义之网，其本身不具有优劣

与高下之分。既然特权阶层可以利用文化再生产模式巩固自

身的阶级优势，为什么底层子弟不能通过文化生产实践以

生成利于自身发生社会流动的特殊文化资本呢？“文化生产

或文化实践在于‘洞察’”[32]，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底层叙事

的动力逻辑，认为寒门子弟能通过文化生产生成独特的“底

层文化资本”，以摆脱优势阶层的文化中心主义[33]。诚如有

学者所批判的，中国化的文化生产并未逃脱社会主流文化

意识形态的控制，需要慎重界定文化生产的原初内涵[34]，但

本文从行动建构的文化逻辑出发，认为寒门学子独特的文

化行动的确为其打开了新的实践窗口，使其能有效拓展自己

的能力边界，建构多元的文化与心理生态，因此本文将文化

生产纳入文化资本理论的分析框架中。

（三）文化资本理论视域下职教寒门学子的阶层跃迁

文化流动理论与文化生产理论有效解释了寒门学子跨

越阶层障碍的独特历程，使得文化资本理论成为分析寒门学

子在学校场域中实现阶层跃迁的有力工具。然而，“寒门贵

子”研究主要以学生是否取得高学业成就或是否获得优质

高等教育资源为“贵”的判别依据，且主要关注获得精英教

育机会的寒门学子取得高学业成就的资源要素与文化动因，

淡化或漠视了职教学生的主体地位，使得有关职教寒门学

子阶层流动的研究尚属空白。已有研究中不乏从量化视角探

究职业教育对代际流动的影响[35]，但冰冷的数据指标无法涵

盖分析过程的丰富性与层次性，无法细致勾勒出高职院校中

正式与非正式教育对学生能力发展的动态影响。

从文化资本理论的既有应用来看，其一，基于文化流动 

“可行”的视角来看，农村学生通过以勤补拙、勤勉踏实的

态度，在学校积累人力资本可以弥补其在家庭背景上的劣

势[36]。其二，从文化流动“不可行”的角度来看，大学生教

育成就获得的过程更符合文化再生产理论而非文化流动理

论[37]，与基础教育阶段的研究结论相似[38]。其三，从文化生

产“可行”的视角来看，后生性文化资本的主动建构是农村

大学生弥补先赋要素匮乏的重要通道[39]。朱镕君以底层文

化资本的生成空间为线索，提出弥补型底层文化资本在城市

（高校）空间中的优势发挥机制[40]。其四，从文化生产“不

可行”的视角来看，在学生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影响其发

展的主导因素也会发生相应变化[41]，衍生于家庭的底层文化

资本因在高校场域中失去情景依附性，待子代步入高等教育

后其影响将会弱化甚至消失[42][43]。其五，有研究指出“寒门

贵子”的流动模型已发展出兼有文化再生产与底层文化生

产的双重路径[44]。可见寒门学子实现阶层流动的多维性与

复杂性，间接反映出阶层逆袭的风险性所在。

总之，寒门学子实现阶层跃迁的经历并非空穴来风，其

求学道路往往充满了“风险、无效与不确定性”[44]，阶层跃迁

必然需要资源与资本的生产、传递或转化。无论是源自家庭的

“资源补给、自觉共情”[46]（底层文化生产）还是来自学校的

“广义文化资本传输”（文化流动），都是助力寒门学子突破

阶层固化天花板的决定性动因。综上，本文以文化资本理论

为依托，从质性分析的角度考察实现阶层跃迁的寒门学子在

高职院校中的教育与学习经历，破除高等职业教育效应发挥

的模糊性，进而回答三个问题：文化流动理论能否解释职教

学生的阶层跃迁过程？带有“寒门”特质的底层文化资本是否

适用于高职院校？寒门学子能否带着底层特有的“惯习”，在

高职院校积极地“洞察”以生成有利于其发展的文化资本？

三、质性分析

本研究在充分了解受访者的教育经历、家庭及职业状况

后，将职业地位作为判断阶层流动的依据，选择就读于高职院

校，且其职业地位与父辈相比已实现跃迁的寒门学子作为访

谈对象。最终，选取11位符合条件的“寒门”子弟进行半结构

化访谈，访谈时长为20~30分钟。访谈对象基本信息见表1。

表1  受访人基本信息与编码

编码 性别 年龄 父母职业 现工作单位

M-01 男 26 建筑工人/无业 某科技企业研发部员工

M-02 男 34 农民 某科技公司销售总监

F-03 女 28 非技术工人 某技术公司片区监督

F-04 女 34 服装厂/钢厂工人 某科技公司部门主管

M-05 男 22 普通工人/农民 某艺术学校专业课教师

F-06 女 24 农民/农民工 某科技公司发展组员工

M-07 男 26 个体商户 某高档西餐厅主厨

M-08 男 28 农民 某职业学院教师

M-09 男 37 农民 某传播研究院院长

M-10 男 35 农民 某科技公司总经理

F-11 女 27 农民 某有限公司商务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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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流动路径

本文将“文化流动”定义为职教生通过学校提供的技

术或文化资源进行知识、技能或行为模式的学习与内化，实

现文化资本“从无到有”“从学校到自身”的单向传递。

1.抓住技能性稻草：人力资本的获得

文化资本与人力资本并非是两对相互冲突的概念范

畴，两者同为抽象、具身的非物质性资本，且人力资本中核

心的文化要素，如教育、经验、文化知识等，也与文化资本

存在高度同质性，即“被视为是人力资本的教育或任何的培

训，都可被视为身体形态的文化资本”[47]。因此，本文将人

力资本视为认知性文化资本纳入到文化资本流动的理论分

析框架中。

熟练掌握专业知识与技术技能是职业发展的基础。通

俗来讲，职业教育是面向“职业”的技能教育[48]，认知性技

能是职教生通过课程学习积累的人力资本，是一系列知识、

能力、技能的集合，亦是其立足职场的竞争优势。

“学的这个专业嘛，技能（还）是主要的。”（M-05）

“前期的话（刚入职），跑现场的话，技术能力比较重

要。”（F-03）

职业发展离不开专业技能的储备。与增进专业能力相

关的认知性技能主要通过学校中的正式课程习得，是高职

院校传播知识技能的主要渠道。藉由学校提供的正式教

育，缺乏家庭资本的寒门学子通过理论学习或实践淬炼，扎

实专业功底、积累认知性人力资本，以提高生产能力，继而

在职场中展露专业优势。

“学校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基础，这是我们走向社会

的基本功，不管去哪里，干什么，基本功是最重要的东西。”

（M-07）

“（学校对专业发展的）影响也不能说没有，毕竟学的专

业比如多媒体这些，现在发展比较好，像公司有些宣传等等，

一些媒体方面的都可以参与（都用得到），有一定的技能还是

（对职业发展）有利的。”（F-04）

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方式之一，依托课程教

学这一正式的教育形式展开，是学校传授“职业技能”的主

要渠道。寒门学子从课堂实践中习得认知性技能、提高人力

资本存量，此种学习模式暗含着“自身匮乏的”知识或技能

由学校向学生的单向输送，是寒门学子主动同化的体现，本

质上从属于“文化流动”的范畴。

除了课堂这一正式教育渠道外，高职院校内部多样化

的竞赛、比赛也拓宽了文化流动的范围。其中，以项目钻研

或技能比赛为支线的“竞赛”在培养学生认知性技能方面

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积累人力资本的又一关键途径。

“竞赛有很多要求，包括（怎么收集）资料呀，怎么把事

情做好，比如我首先第一件事情该怎么着手去做，第二怎样

着手把它做好，第三怎样把这个时间缩到最短，这对于我的

工作也是一样的，（启发我）做什么事都要有一个布局……。”

（M-08）

“（大学期间）比赛一直有参加……。（如果）没有课堂

的积累，那你根本就上不了台，上台（比赛）以后学的有些东

西在课堂上是学不到的，所以这就是相互的吧。”（M-09）

“学校比较重视竞赛……我们平时会进行一些额外的

补课，补课的内容就是针对电子竞赛做一些实验，当时我们

一有空就往实验室跑，要么就是找辅导老师……就那段时间

学到的东西比较多，（学到）比较实际的东西，完全不是课堂上

的理论知识，实践比较多吧。”（M-10）

由于职业教育的特殊性，技能竞赛对实操技能的训练

效果甚至会优于正式授课，成为文化流动过程中不可或缺

的重要途径。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核心[49]，是职业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50]。除了正式的课程学习与非正式的

竞赛比赛，校企合作也是职教生积累技能经验的重要途径，

帮助高职生找到适应和匹配的职业。

“我进这个企业的时候专业不对口，（我能到现在的企

业工作），是因为“A+”计划，这个计划策划了一场校企联合

实习。本来（我实习）是做管理的……后面他们就发现我适

合做技术，然后就把我调整到技术岗位了……。这个平台就

是花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师资等方面的力量去培养我们。”

（M-01）

相比于普通高校毕业生泛化的知识基础与能力素养，高

职教育毕业生对劳动力供求关系更为敏感，当知识经验与岗

位技能要求的契合度较低时，职业教育对劳动者的职业获得

不能发挥积极作用[51][52]。因此，校企合作对于规划职教生的

可持续技能发展路径、提高人才资源利用率具有重要意义。

在论及学校教育经历是否影响其职业发展时，并非所

有受访者都认同正式教育经历的价值。专业不对口的情况普

遍存在，职业技能不完全依赖学校教育而习得。相比而言，

入职后的自我摸索与企业的学习引导更为重要。

“我们学校当时是高职院校，它比较……侧重技术，但

是学校里都是请的企业的一些主管给我们上课，其实讲授的

那些东西在我们当时的水平很难理解，只能说（上完课后）我

对这个产品有一些概念。”（M-02）

“当时进入社会的年纪小，很多常识或经验都是上班后

学到的，像我现在学习新的技能，保持学习的习惯都是职场中



40

教 育 社 会
EDUCATION SOCIOLOGY

养成的……。”（F-04）

“学校经历的话，给我的帮助不是特别大。因为我主要

都是在企业上成长比较快一点。”（F-11）

人力资本主要是以课堂教学等正式教育与技能竞赛等

非正式教育为载体促成个体知识或技能的积累。尽管人力资

本所代表的认知性文化资本在决定个体职业地位时尤为重

要，但它并非是“决定未来发展”的唯一因素。复杂的职场环

境不仅需要个体运用专业技能证明其生产能力，还需要非认

知性能力辅助其目标的达成，如缓和人际矛盾、负责团队及

组织运营等。寒门学子需要在高职院校中摸索和习得非认

知性技能以积累职场优势，获得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

2.在后知后觉中渐入佳境：社交惯习的习得

“寒门”出身与“职教”求学的叠加经历塑造了高职院

校中寒门学子独特的人生路径，也放大了职教寒门学子在

社会交往技能方面的弱点。一方面，由于职业教育具有契合

教育与职业的双重属性，侧重于培养工程技术与技能应用

型人才[53]。因此，高等职业教育在课程模块与内容设计上相

对重视学生对具体技术的操作与应用，能力结构要求侧重

于技术应用层面，不注重对学生沟通、领导力等软性技能的

训练与培养。另一方面，寒门学子的原生家庭氛围、亲子之

间的情感交流往往是压抑的[54]。维持生计的重担压缩了亲

子互动的时间与质量，这种互动与交流模式也暗示着底层

家庭匮乏的社交与审美艺术（中上阶层的话语体系、态度倾

向、价值观念等）。

由于原生家庭生活中缺乏足够的社交互动与仪态训

练，加之高职院校的训育导向忽视了非技能型经历的必要

性，使寒门学子往往倾向于在身份认同与社会活动的胜任

力方面持负向评价[55]。他们往往意识到在职场中从容、坦

然、沉着等非认知社交原则的重要性，但也坦言自己在与同

事交往、上级沟通时的“有心无力”。

“我不知道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这样导致很多

不好的事情……特别是交流这方面……比如，领导其实看重

（表达，交流）这个方面，特别是你的间接领导，直接领导还

好，间接领导并不是时刻在关注你的工作，他只是看你的工

作汇报。有的时候你工作完成得很好，但是你汇报得很差，就

（让老板）感觉这个工作被你做得一塌糊涂，他（间接领导）

会这样认为。”（M-01）

文化群体通过组织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学生的制度

性惯习[56][57]。“脱离”家庭环境后，寒门学子需要适当调适、

矫正自己在群体中的互动方式，利用各种手段和资源进行补

偿，学习和模仿自身匮乏的文化惯习，消除社交神秘性，形

成与主流价值相符的品位与态度。在此基础上，通过言谈举

止、沟通方式、展露领导力等行为传递“同化”信号，更自然

地融入“优势文化”群体并在集体中找到归属感。

在学校中担任学生干部、参与社团活动等非正式教育

经历是寒门学子潜移默化地锻炼交际方式、习得“社交惯

习”的有效途径。社交惯习是身体化的文化资本，也是行为

层面的态度倾向。寒门学子主要通过参与社团活动或学生

工作等非正式教育，藉由复杂多元的交往空间与人际资源等

外在条件形成通识社交能力，如表达、沟通、协调能力等，

逐步养成得体、适洽的表达与行为方式，习得社交惯习。

“我在大学担任过班长和爱心社团社长……当时大学的

班长就相当于班主任，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去完成的……大

胆地上台（发言）或者管理（班级），与人之间的交流都有很

大的帮助……”（M-07）

“学生会以及社团的一些经历让我在各方面都学习到很

多东西，锻炼蛮大的。”（F-06）

惯习具有相对稳定的特质属性，是非制度化的行为规

约。藉由参与社团活动、担任学生干部等非正式教育经历，

寒门学子获得了试错与学习的机会，通过锻炼社交技能与组

织能力，了解并习得“得体”“合宜”的交往互动模式。社交

惯习使个体形成在社会生活中从容地与他人沟通、交流、表

达的状态，并表现出合作与协调的能力态度，以适应团队或

组织成员的观念、文化与社交方式，进而从容地应对职场中

的挑战。

（二）文化生产路径

本文将“文化生产”定义为寒门学子以家庭或学校教育

为媒介，依托物质空间内的知识、关系、权力资源，生成具有

主体特质的文化倾向与行为样态，从而获得更多发展机会。

1.逆境中的希望：苦行品质的发挥

家庭是个体成长的第一场所，在家庭中生成与积累的

“苦行品质”在高职学生的学习与生活中非但没有“失灵”，

反而与职教生面临的日常挑战高度契合，扮演着重要的“护

航”角色，成为职教生用体能与毅力应对挑战的能量站。

主体在不同空间中主动建构自己的文化行动方式。文

化生产的场域包括家庭、乡村、城镇（学校）[58]。其中，家庭

是农家子弟（或循规者）进行文化生产的重要场所[59]，已有

学者意识到家庭在促成底层文化资本生成中的重要地位，

开始关注家风、家教、家训[60]、节俭、勤劳、追求稳定[61]、本

分[62]等要素是如何转化为个体的心性品质与能力态度，认

为寒门学子取得高学业成就凭借的是正向能动性[63]与底层

独有的身体化文化资本，如先赋性动力、道德化思维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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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心性品质[64]。贫困、艰苦的家庭条件于寒门子弟而言无疑

是其“立志发奋”“出人头地”的奋进推力。寒门子弟期望

通过自身的奋斗实现逆转，以宽慰养育自己的家人并承担起

家庭责任。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

美好，然后去孝敬父母，让爸妈轻松一点，让他们生活更好一

点，幸福一些。”（M-01）

家庭是进行文化生产的重要场所[65]。寒门情景中“苦

难”激发出农家子弟生成具有寒门特征的文化资本[66][67]。

面对生活或学业上的困难，家庭无力为外界的残酷冲击提

供必要的缓冲支持。在直面逆境的冲突中，寒门学子没有

其他可替代资源进行弥补或对抗，只能通过压缩闲暇时

间、进行体能性抗争等方式调动主体能动性，通过“熬”与

“磨”等实质性行为内化并强化“苦行”品质。这些品质是

韧性、努力、勤奋、上进、坚持等系列态度与价值的集合体，

是具有“底层”特色的文化资本。

在高职院校场域中，产生于家庭的底层文化资本不仅

没有失灵，反而能够帮助寒门子弟克服困难、战胜难关。在

面对压力性、挑战性的学习任务与竞赛项目时，寒门子弟

凭借吃苦耐劳、勤奋踏实的底层“苦行”品质，磨练个体意

志，锤炼意志心性，积极采取行动以应对学业任务带来的

压力与挑战。

“在学校，有课的时候我继续上（课），没有课的时候我

就会待在工作室，做实验或做研究。有的时候待到晚上十点钟

或十一点钟是很常见的事……”（M-01）

“当时参加呼市技能状元比赛，比赛前一直都没间断（地

练习），那会儿天气比较冷，手都冻僵了还要练。”（M-07）

“我们那时候训练的环境比较艰苦，是在顶楼一个房

子，天气很热，整天闷在里面，从早到晚训练下来身上都是湿

的（汗水浸湿），而且每天都去（训练）。”（M-08）

“暑假留校进行培训……当时做实验要到晚上十一二

点，困了就直接在实验室睡，睡醒再继续干。”（M-10）

高等职业教育中最稳定、核心的特质是培养技术型人

才，使其具有浓厚的实践性基础。从几位受访者的陈述中发

现，相比于“心智”层面的挑战与冲突，高职生更多面临严

酷环境与“身体”的直接对抗。这种不舒适甚至略带折磨的

体能对抗是他们普遍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同时，生成于农家

的“苦行”品质正是发端于农业社会中身体与自然对抗的结

果。“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是乡土社

会中苦行品质最直接的反映与表现。可见，高职院校中的体

能型挑战与生成于家庭的苦行品质高度契合，能够帮助职教

生更好地适应高职学习环境。

“苦行”品质还能让寒门学子快速锁定学习榜样与潜

在的模仿对象，帮助他们定位成长方向。在与朋辈、师姐师

兄等重要的非正式互动和交往中，寒门学子倾向于从“悲

观”视角捕捉榜样“成功”经历中的“不易与辛酸”，放大

“勤奋、刻苦、踏实、努力”等品质的作用。此时，榜样人物

“励志经历”中的“闪光点”极易成为他们学习或模仿的标

杆，他人的“高光”经历也间接肯定了“苦行”意志的价值。

“有一个比我大两届的学长，我看着他从大专到专升

本，再从专升本去考研，一个大专生去考研究生其实这个路程

（很艰难），他准备考研的这段学习期间一直也在工作室工

作，（他的经历）对我启发也是蛮大的。”（M-01）

“我的师姐，她现在在北京工作，我很羡慕她能进入正

宗的西方餐饮店（工作）……她的技能我很钦佩，她也是那

种跟我一样性格的人，特别刻苦。”（M-07）

“苦行”品质形塑了个体的处事逻辑与抗压韧性，是极

为重要的底层文化资本。虽然“苦行”品质归属于先赋性特

质范畴，但从“家庭”移步到“学校场域”的过程中，底层文

化资本并没有随情景的转变而“失灵”。“苦行”品质能先验

性地影响个体的动机、注意力与投入程度，增加寒门学子

面对困难时的韧性，使之成为其打开阶层固化枷锁的“密

钥”。可见，“苦行”品质作为源起于家庭的底层文化资本在

高职院校场域中依然适用。

2.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生成自信力

职业教育专业人才培养需要实现“五对接”[68]，展现

出教育与生产、教育与职业发展的紧密关系。相比于普通教

育，职业教育的技能应用特性使得短期教育成果能够被显

性表达，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也是检验并推动职业教育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方式。此外，技能比赛对职教生“自信力”的

生成发挥着关键作用。

自信作为一种控制力知觉，其水平高低关乎个体的任

务胜任与完成效率，是自然决定的重要心理维度之一。首

先，在“学而优则仕”的文化高压下，职业教育往往不是教

育分流的最优解，成绩表现普遍不佳的学生往往被分流进

入职业教育学轨[69]，因此高职教育学生大多不具备“学业优

势”，在学业成绩比较中，受挫是职教生的共性遭遇。其次，

“不自信”往往与早期欠缺的文化资本相连[70][71]，匮乏的家

庭资本使得寒门学子难以引申出积极的自我认同与价值建

构。来自学校生活与家庭体验的双重夹击使得职教生倾向

低估自身能力及潜能。同时，这种消极的自我认同使得寒门

子弟在面对冲突时呈现退缩的防御状态，不利于其认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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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行为决策的正向发展。

“我觉得从本科院校毕业的，跟我这个职业院校毕业的

在学习能力上面，包括学习方法上面，还是有差距的。比如说

学习一个新的东西，我可能会比较慢一点。”（M-02）

“如果说是硬着头皮去学习的话，肯定比不过人家那些

学习好的那些同学……”（M-05）

在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还未健全的当下，职业教育被贴

上了“能力弱者”的污名化标签。寒门学子在职业教育污名

化中备受煎熬，其自我控制感与效能感普遍较低，容易落

入由社会建构的“自我低估”陷阱[72]。然而，寒门学子在有

限空间内形塑身份张力的同时，也在努力洞察着有利于文化

资本生成的因素。譬如，在高职院校举办的各类技能竞赛

中，职教生找到了对抗自卑、生成“自信力”文化资本的路

径与出口。

“那时候参加全国电子设计大赛，我还是（得了）湖南省

的一等奖，后来还在学校写了两个专利。……当时就是蛮喜

欢这些，想投身去钻研这些东西，感觉自己把这些东西弄出来

了啊，很有成就感，就是说你对后面的兴趣会越来越大。”

（M-01）

“自信不可能说是你凭空想象出来的。可能原来学习成

绩不好，但是你进入到职业学校后，总会学习到一些专业技

能，当时你做得比别人好，比如十个人中你排到中间，心里就

会觉得，我最起码比剩下的那五个人要强，慢慢地自信心就

建立起来了。一步一步地建立自信吧。”（M-05）

“当时参加了一个大学生电子竞赛，……我们组就做到

了市前十名，以第十名的成绩去参加全国总决赛……在这么

多、这么强的队伍里面，我们能‘杀’到前十已经是很不容易

了……虽然我们是高职高专的，没有他们本科、研究生的学历

高，但是我们如果自己去专门研究一个东西的话，其实做下来

也不会比他们差太多。”（M-10）

“自信力”属于具有稳定的性情特质，预示着个体进行

积极决策与行事的态度或倾向，属于身体化文化资本范畴，

对职教生而言更是重要的文化心理资源。适度的良性竞争

机制能激励职教生开拓自己的潜能，跨越自我低估的陷阱，

从而找到自恰且积极的能力定位，增进自我认同的自信力，

坚定自我控制力的决定性效能。

职业院校中的技能竞赛重构了评价的刻度。高职院校

内部以及高职院校间设立的各种竞赛为寒门学子自信力的

生成提供了重要支持。高职学生或通过在竞赛活动中与对

手的实质性互动，或通过比赛结果的正向反馈，生发出“自

信力”文化资本，从而肯定曾经一度被低估的潜能。 

总之，家庭与学校作为个体社会化、品行养成与能力习

得的重要场所，亦是个体文化资本习得与生成的关键场域，

职教寒门学子的阶层流动之路兼具文化流动与文化生产的双

重路径，呈现出先赋性文化资本与后致性文化资本的叠加影

响效应。文化资本理论视域下，寒门子弟阶层流动的要素及

路径见图1。从文化流动路径来看，人力资本的积累离不开正

式课堂教育与竞赛等非正式教育的“资本”输送及传递；社

团活动及任职学生干部等非正式教育经历是寒门子弟了解交

际仪态、互动规则，获得自然展现、融洽沟通等社交惯习的

重要途径。从文化生产路径来看，虽然脱离了家庭情景，“苦

行”品质这一先赋性文化资本在高职院校场域中依然适用，

坚韧、刻苦、努力等品质仍然会在寒门学子的行动实践中扮

演关键的动能角色；技能竞赛等非正式教育活动为职教生提

供了利于其自信力文化资本生成的“价值重估”平台，成为寒

门学子利用高职院校资源进行文化生产的重要方式。

苦行品质 自信力

家庭 课程 技能竞赛 社团

人力资本 社交惯习

先赋性文化资本 后致性文化资本

正式教育 非正式教育

场场
域域

文化
生产
路径

文化
流动
路径

图1  高职院校中的文化流动与文化生产示意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根据布尔迪厄的分类框架[73]，资本可分为经济资本、文

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其中，文化资本相比于另外两类资本具

有较高的能动弹性，高度依赖主体的选择与能动意志。对于

寒门学子而言，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极度依赖家庭的原生资

源存量，是难以改变的资源要素，而文化资本则因具有相对

弹性优势而更易突破结构性束缚，成为个体跨越不利地位

的可操控资本，也是本文立足于文化资本理论的分析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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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分析已实现阶层跃迁的职业院校毕业生的教育

经历，得出以下三点结论。第一，寒门学子通过文化流动与文

化生产双重路径实现阶层跃迁。第二，苦行品质作为独特的

底层文化资本，在高职院校场域中依然适用。第三，学校作为

除家庭外的第二场域，为寒门学子的资本积累提供了空间与

资源，职教生通过课堂等正式教育和竞赛、校企合作实习等

非正式教育获得利于职业发展的人力资本，通过社团活动、

学生干部经历、技能竞赛等非正式教育经历习得社交惯习、

生成自信力。

（二）政策启示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众多非精英普通院校尤其

是职业院校承担着吸纳高等教育扩张群体（特别是来自家

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学生）、维护教育公平的关键角色。

关注弱势阶层群体的代际流动状况有利于揭示社会事实，

矫正制度设计缺漏以建立更为合理的流动途径。结合本文

的探究，拟提出三点政策建议优化高等职业教育建设与发

展，为职教“寒门”子弟疏通代际向上流动途径。

第一，强化职业教育的技能育人优势，助力高质量人力

资本积累。对家庭资本“先天匮乏”的寒门子弟而言，高职

院校需要以提质培优、增值赋能为主线，通过设计、改良课

堂教育等方式建设并优化高质量课程体系，发挥课程资源

优势，巩固职业教育在促进学生能力发展与效能提升方面

的基础性地位。只有建立健全高职院校技能型课程发展体

系才能助力学生积累高质量人力资本，提升职业教育吸引

力，吸纳优质生源，激发办学活力。

第二，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力度，为高职生提

供广阔的实训与发展机会。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

教育法》第四十条规定“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实施职业

教育应当注重产教融合，实行校企合作”。产教融合通过为

广大高职生提供实训机会，有效激发了职业教育的内在活

力与旺盛生命力[74]。通过产教融合、校企结合等形式使教育

培训技能与劳动力市场要求衔接，发挥“对接产业，对应职

业”的教育定位职能，深化高职教育服务型、应用型功能，

促进职教生“特殊人力资本”的优势积累与转化。

第三，挖掘非正式教育资源，疏通文化资本流动与生成

渠道。无论是文化流动路径还是文化生产路径，都是高职院

校助力寒门子弟突破阶层天花板的现实途径。除正式课堂

教学外，以竞赛、学生组织、志愿团体为代表的多样化非正

式教育活动为寒门子弟编织了一套文化资本流动与生成的

意义空间。鉴于此，高职院校应重视并利用非正式教育的价

值。其一，重视技能竞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执行规

划（2023-2027年）》要求健全赛事体制，坚持职教特色，为

以赛促评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此外，举办技能竞赛不仅

能够提高学生的人力资本存量，也能引导寒门子弟生成自我

认同、激发积极效能的自信力。其二，鼓励学生参与社团活

动、学生工作等，为寒门子弟提供锻炼领导力、沟通能力与

社交技能的机会，通过挖掘非正式教育资源、拓宽文化资本

流动与生产的空间与范畴，提高职教学生的人才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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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Produce Noble Children from Poor Family:“Cultural Flow”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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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ulk of research have focused on the experiences of students from poor families in elite undergraduate institutions and 
figured out the reasons why they make the intergenerational leap, while no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poor children from vocation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ultural capital, this study adopt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11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graduates, 
and explores the feasibil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experience, both informal and formal type, in promot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of working-class kids. The results find that, firstly,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provide space and resources for the accumulation and 
gener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for underclass kids; besides, ascetic quality, as a unique underclass cultural capital, is still applicable in the field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astl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underclass students achieve success mainly through the dual path of “cultural 
flow”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namely, acquiring social habitus and human capital through the path of “cultural mobility”, and 
generating confidence through the path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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